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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论：转义生成与视觉修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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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喻发生的基本原理是转义生成。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隐喻和转喻对应的符号结构分别是聚
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和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电影符号学者麦茨立足于拉康的精神分析传统，认为
电影语言中隐喻和转喻的无意识工作原理分别是“凝缩”和“移置”。前者为了捕捉“真理的微光”而在隐喻轴上打开了
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后者则在转喻轴上形成了“想象的能指”（imaginary signifier）。在视觉修辞的意义机制中，视觉
隐喻依赖于视觉元素所构成的转喻结构，而且在图像文本的聚合轴上实现了隐喻意义的生产。我们可以根据本体与
喻体的“在场”方式差异，将视觉隐喻的工作原理区分为构成性视觉隐喻和概念性视觉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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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研究的基本命题是探讨视觉符号在传播场域中的意义建构效果，即“图像如
何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1］。相对于语言修辞对言语活动、语言风格、语用效果的特别重视，视觉修
辞的修辞对象指向可视化的文本形态，强调借助图像化的方式来实现特定的修辞目的。在视觉修辞的诸多
理论话语中，隐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觉修辞理念［2］。1993年，全球符号学领域的权威刊物《隐喻与符号》
（Metaphor and Symbol）发表了一期主题为“隐喻与视觉修辞”（Metaphor and Visual Rhetoric）的专刊论
文。专刊总共发表了八篇研究论文，分别聚焦于隐喻思维、隐喻起源、越战纪念堂、文艺复兴时期的象征主
义、爱德华·戈里的漫画隐喻、狄更斯小说《老古玩店》的图文关系、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猫眼》的配图等视
觉修辞问题，致力于探讨视觉话语运作中的隐喻机制。比如，雷·莫里斯（Ray Morris）立足于结构主义理论
路径，旨在揭示政治漫画中的“权力关系”是如何被“描绘”和“表达”的。莫里斯的研究发现，政治漫画为了
完成对群体话语和复杂权力结构的建构，往往诉诸凝缩（condensation）、链接（combination）、驯化（domesti-
cation）、对立（opposition）、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和超狂欢化（hypercarnivalization）等具体的隐喻策略［3］。
本文将立足于修辞哲学的认识维度，通过对视觉隐喻发生原理的研究，进一步揭示视觉修辞实践中的隐喻

机制。

一、隐喻发生的转义生成原理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ldGenette）的叙事学研究指出，人类的叙述是分层次的，为
了完成“从一个叙述层到另一个叙述层的过渡”，最常见的操作方式就是诉诸叙述的话语的形式，而“叙述
正是通过话语使人在一个情景中了解另一个情景的行为”［4］。“过渡”不仅仅是文本叙事问题，同样也是人
类的思维活动必须面临的问题。如何过渡？热奈特特别强调譬喻（trope）修辞手法在其中的重要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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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修辞学者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对譬喻给出了如下界定：“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
文章上就用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对象的，名叫譬喻。”［5］其实，譬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比喻。譬喻辞
格成立依赖于三个要素———“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而这三个要素体现为“正文”“譬
喻”和“譬喻词语”三个语句成分。陈望道进一步指出，“凭借这三个成分的异同及隐现，譬喻辞格可以分为
明喻、隐喻、借喻”［5］。
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隐喻（metaphor）推向了“辞格中心”位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

学研究给予了隐喻极高的位置和分量，他甚至给出了“明喻也是隐喻”的论断，认为明喻只不过是隐喻程度
较小的隐喻［6］。亚里士多德断言：“所有受欢迎的隐喻，显然都可以作为明喻使用；明喻去掉说明，就成了
隐喻。”［6］维克托·肯尼迪（Victor Kennedy）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通过对隐喻修辞的文献梳理，
发现隐喻已经成为譬喻中最核心的一种辞格，而且超越了日常生活与艺术领域的语言学范畴，最终上升为

视觉艺术中最关键的修辞手法［2］。热奈特通过考察历时意义上的辞格变迁过程，发现了修辞学发展的“修
辞抑制”（rhetoric restrained）现象，即其他的辞格逐渐被抑制，甚至慢慢退却，而隐喻则逐渐取代了其他辞
格而占据了修辞实践的主导地位，甚至演化为一种极具扩张性的新修辞（new rhetoric）［7］。在认知语言学
之父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 和马克·约翰逊（MarkJohnson） 的隐喻理论系统中，他将转喻
（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反讽（irony）都纳入到隐喻的范畴体系，并坚持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修辞学
意义上的一种辞格形态，而且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们认识事物、建立概念系统的基本认知方式［8］。源于
隐喻辞格对其他辞格的吸纳与整合，以及其他辞格难以比拟的修辞能力和劝服效果，隐喻在西方修辞学史

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逐渐成为“喻中之喻”“辞格之王”［9］。正因为隐喻在当前思维活动与文化
实践中的重要位置，理解隐喻的修辞逻辑及其与文化的连接方式，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具创造性地认识与开

展相应的修辞实践。
在希腊语中，metaphor表达“转换”之意———meta意为“跨越”，phor意为“输送”，强调将某物从一个领

域输送到另一个领域，因此隐喻即是将某物理解为另一物［10］。这一理解概括了隐喻的基本特征，但依然略
显宽泛，还不足以揭示隐喻区别于其他譬喻辞格的运作原理。当面向一个符号系统的解释过程出现困境
时，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就是征用另一种具有普遍认知基础的符号系统，从而沿着后者的意义系统来接近

并把握前者的意义系统，而这一过程对应的修辞实践就是隐喻［8］。
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将喻体和本体分别视为两个“认知域”（domain），认为隐喻发生的思维过

程体现为“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11］。纵观“人生如戏”“时间就是金钱”“青春是
一首歌”“乡愁是一枚邮票”“爱情是幸福的港湾”“辩论就是一场战争”这些日常生活中典型的隐喻表达，不
难发现，隐喻实际上强调用一种认知体系或概念系统来代替另一种认知体系或概念系统。由于“人生”“时
间”“青春”“乡愁”“爱情”“辩论”等事物都较为抽象，难以把握，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就是寻找一些具有普
遍认同基础的事物，如“戏剧”“金钱”“歌曲”“邮票”“港湾”“战争”，而后者往往携带着某种集体共享的理解
框架，从而“以框架的方式”赋予前者既定的理解方式，以便于我们有效地把握前者的属性和特征。基于此，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对隐喻给出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界定：“隐喻的本
质就是借助另一种事物来认识和体验我们当前的事物。”［8］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个好的隐喻，取决于我们对喻体资源的挖掘及其创造性阐释。也就是说，隐
喻的效果取决于源域（source domain）本身的选择，因为不同的事物所携带的认知框架及其深层的理解方
式是不同的，因此当我们沿着源域的认知系统来想象并建构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意义时，对应的修辞
学原理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转义过程。为了阐释喻体资源选择之于隐喻实践的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给了一
个形象的阐述：“想恭维人，就从属于同一类而比较美好的事物中取得隐喻字；想挖苦人，就从比较丑陋的
事物中取得隐喻字。”［6］转义生成发生在不同“认知域”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视域（double vision）和
泛灵投射（animistic projection）［12］，而两个认知域之间的关联方式则体现为“图式的转换”“概念的迁移”
和“范畴的疏离”［13］。当我们选择特定的喻体资源，往往携带着明显的劝说目的，也就是赋予本体某种“授
权的意义”。换言之，喻体资源的意义系统往往是相对丰富的，而隐喻实践则意味着对喻体资源的部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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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选择以及对其他属性 /意义的放弃，这一过程对应的符号学原理则是片面化。片面化意味着对事
物属性与内涵进行有目的地选择和感知，其结果就是赋予了事物既定的理解方式。片面化是符号化的必然
过程，即有选择性地赋予事物意义。只有当一个事物放弃了一些属性，它才能得到更为简明而精确的阐释，
从而发挥符号的力量。
按照认知语言学观点，转义生成的基础是源域（喻体）和目标域（主体）在认知意义上的相似性，即隐喻

意味着不同意义系统在相似性基础上的转义生成关系，其对应的认知原理体现为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图

式借用与语境置换。关于喻体与本体的接合逻辑与转义方式，目前学界存在三种基本理论：第一种是麦克
斯·布莱克（Max Black）提出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14］，第二种是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
提出的“映射理论”（mapping theory）［15］，第三种是吉尔斯·福康涅（Gilles Fauconnier）提出的“合成理论”
（blending theory）［16］。三种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相互补充，具有内在的对话基础。概括来说，从源域（喻
体）到目标域（主体）的转义过程中，相似性是隐喻发生的认知基础。正因为不同认知或范畴系统之间的相
似性被发现了，我们才可以完成从源域（喻体）到目标域（主体）的语义转换［17］。在隐喻的转义发生装置中，
隐喻并不是喻体到本体的直接“过渡”，而是一种“隐含的类比（implied analogy）”，“它在一个想象的结构
中将某物等同于另一物，并将喻体的属性施加于本体，或者将喻体所携带的情感与想象赋予本体”［18］。显
然，本体和喻体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范畴体系，然而我们却可以在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基础上，借助一种范

畴体系来想象并把握另一种范畴体系，因此想象构成了隐喻发生的认知基础。亚里士多德使用“异乡情调”
形象地概括隐喻所带来的转义效果：“隐喻字最能使风格显得明晰，令人喜爱，并且使风格带上异乡情调，
此种奥妙是无法向别人请教的。”［6］可见，从喻体到主体的想象过程，往往创设的是一种新的认知体验。而
在新修辞学创始人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看来，当我们尝试从喻体的特征体（character）角度来把握
并理解主体的意义时，就是在提出一套有关主体的新观点［19］。因此，隐喻的转义生成，必然伴随着观点的
生产与形成。

二、隐喻思维与隐喻实践的符号学结构

人类思维方式存在一个普遍的关系基础，即尝试在复杂的关系结构中寻找意义。按照索绪尔的观点，
“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20］。语言学家苦苦思索的一个命题是：如何在语言的关系结构
把握思维的形式。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是认识符号结构的基
本认知维度。具体来说，语言学意义上，组合关系强调符号系统中元素之间的组织和链接，聚合关系则强调
能够出现在特定语言位置的词语集合。在雅各布森的符号学体系中，组合关系是符号元素之间的邻接
（contiguity），聚合关系则体现为符号元素之间的相似（similarity）［21］。可见，组合反映的是组分之间的句段
关系，它是以长度为支柱的，“是在现场的”，“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聚合反映
的是组分之间的联想关系，强调“把不同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20］。
符号体的构成是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个维度上展开的，相应地形成了符号运作的组合轴与聚合

轴。所谓“轴”，主要是对符号体中各种元素（组分）之间结构关系和发生空间的限定。任何一个文本（整体）
都是由不同的元素（组分）按照一定的逻辑法则链接而成的，这里的链接行为与过程所对应的符号实践即

是组合实践。与此同时，任何文本（整体）实际上都可以被“拆分”为一个个具体的元素（组分），其中任何一
个元素（组分）都具有被其他元素（组分）替换的可能性。这些彼此之间具有潜在替换能力的元素（组分）构
成的一个集合被称为聚合轴，而从集合网络中选择并替换某一元素（组分）的符号实践便是聚合实践。其
实，当一个文本（信息）被生产出来，最终在场的只有组合轴，聚合轴上呈现出来的是那个被选择的元素（组

分），而聚合轴上的其他元素（组分）则是退却的、隐匿的、不在场的。例如，当我们看到一句话时，我们唯一
能够识别的就是组合轴上的在场的语素、字、词之间的组合关系，而语段中相应位置上的其他语素、字、词
则被推向了认知的联想区域，我们只能通过联想过程来激活并抵达聚合轴上那些不在场的语段组分。
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学意义上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实际上对应于两种基本的心理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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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二者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20］简言之，当我们沿着特
定的线性逻辑考察组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启动的是一种顺序思维，由此形成空间意义上的组分“拼接”。
相反，当我们在聚合集合中选择某个组分而放弃其他组分，选择本身是在想象的逻辑上展开的，由此构成

了不同组分之间的联想关系。可见，按照索绪尔的符号双轴理论，组合关系对应的思维基础是线性思维，其
思维方式则体现为历时（synchronic）意义上的信息加工过程。聚合关系对应的思维基础是联想思维，其功
能则是尝试打破既定的线性结构，在共时（diachronic）上探寻意义生成的可能形式与存在空间。
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创造性地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双轴理论，将组合关系

和聚合关系上升到文化认知的层面进行考察，认为二者对应的思维方式分别是转喻（metonymy）和隐喻
（metaphor）。按照雅各布森的观点，转喻是以实在主体和邻近元素之间的组合逻辑为基础，隐喻则以实在
主体和替代元素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二者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模式。而“邻接”与“相似”分别指向人类
世界两种普遍的思维方式：组合的工作原理是符号文本构成中各个组分借助链接行为而形成的转喻认知，

聚合的工作原理则体现为聚合轴上不同组分在相似性基础上形成的隐喻认知［21］。雅各布森并非只是在单
纯地思考隐喻和转喻的辞格问题，而是将其上升为人类普遍依存的两种思维方式。这一观点得到了后来诸
多语言学者的认同，隐喻和转喻由此进入了人类的思维起源维度，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内涵。法国结构
主义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将隐喻和转喻视为两种“超级辞格”，意为二者不仅具有
理解语言的辞格功能，还具有接近和把握文化的认识功能［22］。麦茨进一步断言：“当你关注心理过程本身
而不是一种又一种‘著作’时，隐喻和聚合（还有换喻和组合）就开始走到一起来了。把他们连接到一起的东
西，即‘相似性’运动或‘接近性’运动，就开始比使他们分离的东西更加重要了。”［22］隐喻和转喻是如何超
越语言学的辞格层面，而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认知基础的思维语言，雅各布森在《隐喻和转喻的两极》给出
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雅各布森对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的文化认知源于他对失语症的深入研究：任何失语症都源于人们在

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程度的创设，要么是思维系统中选择和替换的功能出现问题，要么是组织上下文（con-
texture）的能力出现破坏。“在前一类型的失语症当中，受到影响的是元语言行为；后一类型则表现为维持
语言单位等级体系的能力出现退化。在前者，相似性关系被取消了；在后者，被消除的则是毗连性关系”［21］。
雅各布森进一步指出，人们对相似性的认知功能一旦失效，隐喻则无法实现，而毗连性出现障碍则转喻无

从实现。正因为隐喻和转喻的认知能力受到抑制，甚至完全失效，人们的语言逻辑才出现了混乱，最后演变
为不同形式的失语症。因此，隐喻和转喻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存在一个基本的
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体构造原型———聚合意味着隐喻思维，而组合则通往转喻思维，两种思维方式不仅揭
示了符号存在的形式与特征问题，而且作为两种基础性的认知逻辑确立了人们的存在方式。
如果说雅各布森在符号结构中找到了人类思维的“形式”问题，热奈特、詹姆斯·弗雷泽、拉康、克里斯

蒂安·麦茨等学者则沿着不同的理论路径，将转喻和隐喻推向了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思维甚至无意识工作
的起源与方法问题。热奈特认为，人类活动的文化形式都是沿着转喻和隐喻两种“风格”与“模式”推演的，
最终形成了两种基本思维起源：转喻对应的是一种“散文的”“现实的”“物质的”的思维框架，隐喻则是一种
“诗性的”“象征的”“精神的”的思维框架［7］。可见，转喻和隐喻两种思维方式带来的不仅仅是文本形式上
的差异，更是文化意义上的认知模式差异。

三、图像本体与视觉隐喻的精神分析结构

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影响了后来的视觉研究。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完整地继承了雅
各布森关于隐喻和转喻的符号学想象力，在影像流动的时间维度上概括了电影语言的两种基本修辞方

式———隐喻“接受了‘相似性’的全部传统，并吸收了已经变得太模糊的聚合”，而转喻则“吞没了组合，并且
关心所有的接近性”［22］。
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建立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上，并尝试在精神分析维度上揭示视觉隐喻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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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问题。拉康将隐喻和转喻推向了无意识工作领域，并尝试在隐喻和转喻的思维基础上探寻无意识工作
的“语言的结构”。拉康立足于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的两种工作原理———“凝缩”（condensation）和“移
置”（displacement），在精神分析维度上发展了弗洛伊德“梦念与梦”的观点，并认为“凝缩”和“移置”的工作
原理分别具有隐喻和转喻的“思维”特征［23］。按照拉康的观点，梦的无意识依然存在一个可供辨析的“语言
的结构”———“Verdichtung，意为压缩，这是能指的重叠的结构。隐喻就存在于其中……Verschiebung意为迁
移，德文的这个词要更接近这个表现为换喻的意义的转移”［24］。拉康发现了“凝缩”和“移置”的工作方式不
仅是精神分析学的，同时还是修辞学的，进而将“凝缩”和“移置”的工作原理分别概括为隐喻和转喻。对于
拉康的创造性发现，麦茨将其概括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的，他把凝缩和移置等同于（语言
中的）隐喻和换喻。”［22］

在精神分析结构中，隐喻和转喻是人类欲望受到压制与缉查的产物［25］，摄影、文学、艺术都可以被认
为是这种压制和缉查的表现形式。由于梦欲望驻扎在无意识深处，它很难得到直接的“表达”，所以只能借
助各种乔装打扮的“形式”伪装出来，而这些经由各种手段伪装的“形式”便成了摄影、文学和艺术。这其中，
隐喻和转喻既是两种核心的“伪装”策略。通过对隐喻与转喻的识别与分析，我们可以抵达无意识欲望工作
的“语言的结构”。具体来说，一切文化艺术作品都有隐喻结构和转喻结构，前者由于能指的“凝缩”而打开了
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后者则在叙述、语法、句式、风格等要素之间的毗邻“移置”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逻
辑。在文本所呈现的形式系统中，隐喻类似于“真理或绝对存在的概念”，而转喻则“代表对客体或他者认识
的无穷欲望”；在作品的意义世界里，“隐喻轴将‘真理的微光’投射到不断追寻客观认识的换喻轴上”［26］。
英国著名文化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图像证史》的扉页上援引了库尔特·塔科尔斯基的
一句话：“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27］。这句话更像是一个微妙的寓言。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
图像是对客体的“记录”，但这种“记录”行为本身却是满含抱负的，它希望接近客体的本质，希望穿透他者
的全部，希望抵达现实的真理。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面对摄影镜头这一极具冒犯性的记录装置，现实是多
维的、结构性的、有厚度的，它仅仅将“朝向镜头的一面”推向镜头，成为镜头里的“记录之物”，即作为表现
手段的能指。而这一能指之所以被记录下来而成为我们可以感知的图像，恰恰是它驱赶并排斥了其他能指
的结果。这一过程恰恰是在隐喻轴上发生的，其对应的无意识工作原理便是“凝缩作用”。例如，当李白说出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意味着观看结构中唯一留存的能指就是敬亭山，而这一结果则是因为眼前的
敬亭山遮蔽了敬亭山后的万千世界（无限能指）。因此，观看结构中的能指驱赶与替代，实际上是在隐喻轴
上推进的，其结果就是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结构———“想象的集合”中潜藏着可能的“真理”和“绝对存
在”。设想一下，如果万千世界一览无余地浮现于李白眼前，李白便不可能发现并抵达“高贵的孤独”这一
“真理的微光”。
与此同时，“记录”行为本身无疑是在转喻轴上延伸的———即便图像的“语法”并没有语言那样“有章可
循”。必须承认，转喻轴上的“记录”欲望是无穷的，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还是空间维度上，它希望借助镜头
的“探照”实践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摄影镜头的“记录”形式实际上是在一个
匿名的、隐蔽的、生产性的监视和缉查之网中进行的，再加上摄影镜头的画框限制、观看视域的先天缺陷以
及时空结构的混沌状态，这一切都注定了“记录”行为实际上是在转喻轴的“移置”作用下进行的。“移置”的
结果就是出现了麦茨所说的“想象的能指”（imaginary signifier），即镜头里的“表现之物”已经不再是“言说
之物”或“表达之物”，或者说失却了“言说”与“表达”的能力。换言之，这种瞬时的、碎片的、表层的镜头最终
“记录”的只是关于现实的想象，所谓的“表现”不过是以一种“伪装”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不仅图像是表
现想象的手段，而且表现手段本身（能指）也是想象的。因此，作为拉康所说的转喻轴上“显现层”的“梦内
容”，摄影镜头里的“记录之物”必然是为了逃避监视与稽查而乔装打扮的“想象的能指”，那里储藏着难以
抵达“潜隐层”（“梦思”或“梦念”）的不尽欲望。再回头来看塔科尔斯基所说的“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
语”，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大的启示：所谓的“千言万语”，既包含了社会文化意义上图像客体深层的民族
的、时代的、阶级的、宗教的或哲学的复杂内容［27］，也包含了精神分析意义上图像客体不可言说的本质之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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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视觉隐喻与隐喻轴上的联想结构

在语言文本的隐喻实践中，由于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句子结构中，因此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识别本

体和喻体的转义生成关系，一般体现为语法结构中的典型句式“A是 B”。然而，图像并不存在一个如同语
言一般的结构化的文本形式，所谓的图像的“语法”一直存在争议。尽管甘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和西
奥·凡·勒文（Theo van Leeuwen）在《解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一书中对视觉“语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
且带动了面向视觉文本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28］，但视觉“语法”依然是一个处在探索中的学术命题。因
此，相对于结构化的语言文本，图像文本很难识别出“A是 B”这样的视觉隐喻形式。
其实，麦茨在探究电影修辞学时，就已经指出了视觉修辞面临的一个巨大困惑：“电影文本（参见摄影

文本等等）没有与词语相应的单元，修辞学的辞格，在各种程度上，几乎全都是在同词的关系中被定义的：

或是直接的（如在转义的情况下），或者是作为若干词汇的某种结合，或者是否定的（当该定义说成问题的

运作不适用于语词时），等等。”［22］按照雅各布森的观点，隐喻是在文本的聚合轴上发生的，具体体现为不
同组分之间的一种联想关系。然而，视觉文本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聚合轴？我们如何识别和把握视觉文本中
本体和喻体的存在方式？

尽管说图像的构成法则和语法结构相对比较复杂，但我们依然可以进行最基础的结构把握。任何视觉
文本都存在一个简单的组合结构与聚合结构，或者说我们依然可以借助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来把握图像

的形式问题。一方面，对于静态图像而言，任何图像都是一系列微观组分在平面空间上的“链接”，不同组分
之间是一种拼接关系，从而形成一张完整的“拼图”，即对应的是组合关系；与此同时，图像文本中的微观组
分，其实都存在被替代或置换的可能性，因而构成的是一种联想意义上的聚合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动态影
像而言，任何影像都是单个组分———单个镜头或单帧（格）画面在时间维度上的“链接”，并在时间的运动结
构中形成一种动态的影像，即对应的是组合关系。与此同时，在影像的剪辑结构中，任何一个镜头或画面都
是在一个庞大的镜头集合中选择的结果，这里的镜头集合便是聚合关系。可见，对于视觉文本而言，组合关
系体现为空间意义或时间意义上的组分链接，聚合关系则表现为不同视觉组分的替换关系。通过把握视觉
组分之间的拼接方式与联想机制，我们可以接近图像构成的基本形式问题。
视觉构成分析的“语义”起点是视觉“刺点”（PUNCTUM）［29］。通过对画面中视觉“刺点”的识别与分

析，一定意义上可以接近视觉构成的语义法则。如果说视觉文本中存在一个可以辨识的聚合结构，那雅各
布森意义上的视觉隐喻实践则存在并发生于视觉“刺点”所处的隐喻轴上。“刺点”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觉修辞分析概念。“刺点”常常是画面中某个极不协调的信息
元素以及含混不清的表征“细节”，是一种“说不出名字”的刺激物，那里储藏着巨大的反常性和破坏性，它
的存在总是引诱人们去琢磨一些难以捉摸的画外意义。相对于画面中其他的视觉组分，“刺点”那里驻扎着
晃动的事实，反常的秩序，慌乱的情绪，模糊的意义［29］。巴特指出，“刺点”的存在，往往产生了特殊的效果，
“这效果没有标记，无以名之；然而这效果很锋利，并且落在了我身上的某个地方，他尖锐而压抑，在无声地
呐喊”［30］。在图像意义的诠释体系中，由于“刺点”是对文本常规状态和意义的挑战和破坏，其表意特点就
是将观者引向画面之外，因而创设了一个我们理解“画外之物”的精神向度［31］。显然，“刺点”是画面中一个
极具扩展性的信息点，那里驻扎着一种打开“画外之意”的潜势和能量。必须承认，“画外之意”是借助联想
的方式实现的，而联想的对象则是“刺点”所处的聚合轴上的其他不在场的视觉元素。可以说，聚合轴上任
何元素的“出场”，都改写并重构了画面的整体意义，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意义系统。正是借助聚合轴上的联
想关系，这些不同的意义系统之间才出现了一种类比结构，从而形成认知意义上的跨域映射关系，而这恰

恰构成了视觉隐喻的修辞原理。
我们不妨借助“雷闯事件”中的图像文本对视觉隐喻的工作机制加以具体阐释。面对部分企业和医院

存在暗查乙肝的问题，“乙肝斗士”雷闯向政府部门实名举报，精心策划并制造了一起有关“送礼”的“图像
事件”———将一箱鸭梨赠送给广州市人社局，暗指“压力很大”。显然，“鸭梨”元素是整个画面中极不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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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视觉“刺点”。“鸭梨”所处的视觉位置存在一个巨大的聚合集合，而“鸭梨”的“出场”则意味着对聚合轴
上其他组分的排斥和代替。在常规的“送礼”图式中，赠送的礼物往往承载着一定的社交含义，而鸭梨显然
无法承载这一含义，因而聚合轴上的“鸭梨”与其他元素（如可能存在或理应存在的红包、锦旗、手表等高贵
“礼物”）之间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聚合轴上任何元素的“出场”，都是对情景意义的重构，其结果就是建构
了不同的意义系统。由于“鸭梨”在整个画面的组合布局中“以刺点的形式”出现，我们很容易在“鸭梨”所处
的聚合轴上产生一种联想认知，从而产生了一种超越了“鸭梨”本身所能解释的“压力”隐喻。显然，“压力”
意义（本体）的生产，显然是基于“鸭梨”元素在聚合轴上的“出场”及其携带的特定意义（喻体）的跨域映射
和转义生成过程实现的。正是在“鸭梨”这一“刺点”位置上，聚合轴上其他潜在的元素不仅被激活了，而且
进入一个联想或类比结构中，由此形成了聚合意义上的隐喻关系。
不过，并非所有的图像都具有隐喻意义上的意涵体系或诠释空间，只有那些被巴特称之为“盲画面”的
图像才具有视觉隐喻的潜力和可能。其实，那些存在“刺点”的画面才可以称为“盲画面”，否则其意义体系
便难以超越或脱离画框的束缚。由此可见，视觉“刺点”激活了画面的聚合结构，打开了画面的联想空间，拓
展了画面的意义深度，因而构成了我们理解隐喻意义的一个视觉“切口”。正是在“刺点”元素和聚合轴上其
他元素的联想关系中，我们实现了隐喻意义上不同符码及其对应的意义系统之间的跨域映射。

五、构成性视觉隐喻与概念性视觉隐喻

在视觉隐喻实践中，我们是如何完成从喻体（源域）到本体（目标域）的想象过程？视觉隐喻不同于语言

隐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喻体和本体“在场”方式的差异。相对于语言隐喻中比较清晰的“A是 B”这样的
语言结构，视觉隐喻中的本体和喻体并不总是同时“在场”。我们可以根据本体与喻体的“在场”方式差异，
区分出视觉隐喻的两种意义生产机制———构成性视觉隐喻和概念性视觉隐喻。
构成性视觉隐喻意味着本体和喻体在视觉结构中同时“在场”，我们可以借助一定的类比逻辑或联想

方式提炼出“A是 B”这样的隐喻结构。对于静态图像而言，视觉画面的构成可以理解为不同视觉元素在空
间维度上的拼接。视觉隐喻的基础是画面构成中存在着多种元素，如果元素 A和元素 B之间存在一定的
类比或联想关系，我们便可以提炼出“A是 B”这样的隐喻思维。例如，借助一定的造型与设计语言，当画面
中同时出现“弱者”和“老鼠”这两个表达元素时，我们很容易借助既定的认知图式形成“胆小如鼠”这样的
隐喻结构。对于动态影像而言，视觉隐喻依赖于镜头 A与镜头 B在时间维度上的拼接基础，一般体现为视
听语言中的隐喻蒙太奇，即两个镜头之间的逻辑张力打开了一个类比空间，因而存在“A是 B”这样的联想
结构。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影片一开始便是一个隐喻蒙太奇：第一镜头是羊群争先恐后冲出羊圈，后
一镜头是下班工人挤出拥挤的工厂。显然，正是源于两个镜头在时间维度上的拼接，我们才可以相对清晰
地识别出“工人是羊群”这样的隐喻结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视觉文本的构成体系中，我们之所以能够
识别出“A是 B”这样的隐喻结构，即两个视觉组分之间的相似性，一方面离不开视觉意义生产的主题语境
及其发挥的“元语言”功能，因为语境往往对意义的勾连和生产具有根本性的导向和限定功能，另一方面离
不开视觉认知心理上的意义建构过程，即格式塔心理学特别强调的从局部经验抵达整体认知的心理完型

机制。
相较于构成性视觉隐喻的工作原理，概念性视觉隐喻的意义机制比较复杂。概念性视觉隐喻的显著特
点是喻体“在场”而本体“离场”———喻体体现为“在场”的视觉元素与内容，而本体则指向某种抽象的概念
图式。换言之，在概念性视觉隐喻结构中，本体是想象的产物，而想象的基础则依赖于“在场”的视觉符号所
建构的概念图式。类似于概念性视觉修辞（conceptual visual rhetoric）的工作原理及其对应的均衡对象匹
配模型（symmetric object alignment，SOA）［32］，概念性视觉隐喻体现为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概念性关联，
而这一过程往往离不开对特定视觉意象（visual image）的生产。具体来说，由于本体资源的“离场”，人们往
往会根据语图之间的互文逻辑以及心理认知的相似性原则进行概念提炼，从而在概念图式上完成喻体到

本体的跨域映射。比如，环保主义者在街头摆放了许多用冰雪制作的“冰人”，而随着天气变热，这些“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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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融化，变得残缺不全，其深层的隐喻含义是气候变化对人类带来的威胁和伤害。这其中，由于“本体”是
不在场的，我们可以根据画面中所呈现的视觉景观形成“生命缓慢消失”这一视觉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隐喻意义上的概念图式———“气候变化导致人类缓慢消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本体”资源“离场”，基
于特定概念图式的视觉想象往往具有象征功能，但隐喻是象征的基础，任何象征都是隐喻的体系化表达，

因此隐喻构成了象征话语生产的视觉修辞基础。
总之，无论是构成性视觉隐喻还是概念性视觉隐喻，视觉隐喻发生的符号基础则是视觉转喻。一般而

言，精彩的隐喻往往吸收了转喻［33］。由于图像符号的像似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只能根据画面中存在的视觉
元素及其组合逻辑来实现图像的意义认知，因此视觉隐喻实践中隐喻对转喻的依赖性往往是最强的。具体
来说，转喻是借助相邻事物来指称另一事物，因此联想是转喻认知的基本思维基础。而两个事物之间之所
以能够形成联想结构，源自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王冠”“玉玺”“金钱”和“马鞭”都可以在转喻结构中指
称“权力”，但在不同的语境结构中，不同的指称方式往往对应于不同的认知语境。视觉隐喻虽然发生在图
像符号的聚合轴上，但隐喻意义的生产离不开整体的符号语境，而组合轴上的转喻结构则建构了图像认知

的基本语境。当我们在图像组合轴所确立的语境结构中开展聚合轴上的视觉元素选择时，不同的选择方式
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紧张关系和冲突结构，相应地也就形成了视觉修辞的不同的隐喻效果和意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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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taphor：Cross-domain Mapping and Visual Rheto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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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nding principle of metaphor is cross-domain mapping. As two basic forms of human mind，
metaphor and metonymy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the symbolic structure of paradigmatic relation and syntagmatic rela-
tion. Based on the psychanalysis of Jacques Lacan，Christian Metz claims that the unconscious mechanism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film should be condensation and displacement. Condensation can open a huge imaginative space on the
metaphor axis in order to chase“the glimmer of light of truth”and displacement could produce metaphoric meaning on
the paradigmatic axis of image based on the metonymic structure composed of visual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
ence of the being of tenor and vehicle，we could summarize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visual metaphor as compositional
visual metaphor and conceptual visual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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